
　
第 62卷　第 6期

2009 年 11月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Wuhan University Journal(Humanity Sciences)

　Vol.62.No.6
Nov.2009.784 ～ 786

　　收稿日期:2009-08-20
作者简介:阮　忠 ,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海南海口 571158。

文学史撰述新的里程碑

———从散文角度评说《魏晋南北朝文学史》 、《隋唐五代文学史》

阮　忠

中国文学史的撰写 ,说来至今已逾百年。最早的中国文学史或认为是窦警凡的《历朝文学史》 , “此

书脱稿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可算是国人自撰的第一部文学史。但是 ,实系国学概论 ,而非文学史”。

其后方有同在 1905年左右产生的黄人和林传甲各自的《中国文学史》 。但是 ,这些文学史实际上都不是

严格的“文学史” ,黄作收入金石碑帖和音韵文字 ,林作亦然。这个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解决 ,

如 1918年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 ,其第二章说文字的起源与变迁 ,第五章说孔子与五经 ,也是把文学

与经学视为一体的。可见 ,这些文学史产生的时候 , “文学”观念的界定很不明晰 。

这自然引发一些人要重写文学史 ,在 20世纪 50年代以前 ,依据不同教学需要出版的文学史比比皆

是 ,在主观或客观上无疑都可以划入“重写”的范畴 。可以注意到 ,谭正璧的《中国文学进化史》 ,以诗 、

辞 、曲 、小说为文学 ,不以历史和载道的古文为文学;步其后尘 ,刘经庵的《中国纯文学史纲》的纯文学指

的是诗歌 、词 、戏曲和小说 。当然 ,这一时期也有人将历史 、古文纳入文学史范畴的 ,如容肇祖的《中国文

学史大纲》以及后来颇具影响的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 ,虽言及古代散文 ,但所占的比例很小。

20世纪 50年代以后 ,文学史在“重写”后有了新的模式。这是两部《中国文学史》奠定的 ,即人民文

学出版社 1962年和 1963年分别出版的《中国文学史》 。前者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集体编撰(以下简称

文著),后者为北京大学游国恩先生主编 。这两部文学史以诗歌 、辞赋 、散文 、戏曲 、小说为文学 ,以朝代

为序纵向贯穿 ,其编撰意图如游编“说明”里交代的:“我们努力依照各个时代文学发展的实际状况勾画

出它们的面貌 ,同时注意到各种文学形式的发展和相互影响 ,以及它们的源流演变。”游先生的编撰思想

其后得到了沿袭 ,2005年傅璇琮 、蒋寅在《中国古代文学通论》的“总序”认为 ,这套集众家而成的宏著

“纵向描述文学史的运动 、文学风尚的嬗变 、文学体裁的盛衰之迹 ,揭示文学史演进的内在逻辑;横向展

开文学与不同学科的比较 ,通过文学与各种外部因素的关系来揭示不同时代文学的主导倾向” 。不过 ,

重写的文学史远不止这一部 , 20世纪 90年代章培恒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 、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

史》都是重写的产物 。

章著先行于世 ,他与同仁的“重写”固然是因为新材料的出现和认识的深化 ,但根本点是鉴于以前的

文学史重视文学是社会存在的反映 ,他侧重在对文学中人性的审视 ,看文学“怎样地朝人性指引的方向

前进” 。而袁著集当今学者之力 , “重视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并具有艺术感染力的特点及其审美价值”。

这当然又不同于章著的写法。从这些来看 ,上述这几部有代表性的文学史主要有三种撰述的角度:社会

反映 、人性张扬和文学文本的艺术特点及其审美价值 。应该说 ,三者各有偏重并不能分割 ,无论谁撰述

的文学史 ,都不可能超越三者的苑囿。现在的问题是文学史对文学对象的把握如何 ? 近日读武汉大学

熊礼汇先生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史》 、《隋唐五代文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触发了我的思考。

先不说熊著 ,当我们同时翻开游著 、文著 、章著 、袁著 ,可以看到这些文学史主要以诗人及其诗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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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象 ,兼及辞赋 、散文 、小说和文学批评。这样说不是它们的文学史撰写没有变化 ,而是变化甚微 ,

以魏晋南北朝文学史为例 ,如文著无一章的题目涉及散文 ,游著则有第 6章“南北朝的骈文与散文” ,章

著是诗文并举 , “魏晋诗文” 、“南朝诗文与民歌” 、“北朝诗文与民歌” ,下设建安诗文 、正始诗文等 。袁著

则有第 3章陶渊明下的第 4节专述陶的散文与辞赋 ,第 8章专论魏晋南北朝的辞赋 、骈文与散文。尽管

章著诗文并举 ,实际上 ,散文的地位仍然很薄弱 ,略胜于其它文学史章节之题均不提“文”者。这些意味

着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中国文学史的撰述普遍存在着重诗轻文的现象 。而熊著第 2章为建安诗 、赋 ,第

3章为建安散文 ,第 12章为南北朝的辞赋 、骈文和散文。且其章题不提“文”而在节题中标明文的随处

可见。如第 4章正始文学下有第 2节阮籍的诗 、赋 、文 ,第 3节嵇康的诗 、赋 、文 ,第 8章陶渊明下的第 3

节为陶渊明的辞赋和散文 。

对这一表象的审视还可以再深入一步。熊著论建安散文有 38 000字 ,远远超过论建安诗歌的近

30 000字 ,论阮籍诗用了 7 300字左右 ,论其辞赋与文用了约 2 800字 ,论陶渊明诗用了近 15 000字 ,论

其辞赋与文用了近 5 000字 ,论南北朝的辞赋 、骈文与散文有近45 000字。这些“文”的篇幅都超过了上

述 4部文学史。又如唐代古文 ,文著有第 7章“古文运动和韩愈 、柳宗元” , 14 000字;游著有第八章“古

文运动和韩愈 、柳宗元的古文” ,近 14 000字;章著有第四章“古文运动” , 14 000余字;袁著有第八章“散

文的文体文风改革”24 000余字 。而熊著有第 12章“唐代古文” ,70 000余字。况且熊著在唐代文学史

部分 ,如在李白 、杜牧 、李商隐部分 ,都在节题上就涉及到辞赋和散文。熊著辞赋和散文篇幅的大量增

加 ,可以说提高了辞赋和散文在文学史撰述中的地位。尽管其看起来是断代文学史 ,但我认为它们在文

学史撰述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这样的撰述 ,引发了如下三方面的问题。

其一 ,改变了文学史的传统格局。在中国文学史上 ,小说 、戏曲产生较晚 ,诗歌 、辞赋 、散文相携而

行 ,贯穿古代文坛。关于辞赋 ,它可处在大散文的范畴 ,也可以离开大散文的范畴而保持自身的相对独

立性 。这里姑且不论 。而非辞赋的散文从来与诗歌在份量上相颉颃 ,甚至散文胜于诗歌。严可均辑全

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 ,其中的三国六朝文在量上不亚于逯钦立辑先秦汉魏南北朝诗中的魏南北朝诗;类

似的全唐文与全唐诗相较 、全宋文与全宋诗相较 ,也令人有同样的感觉 。在古代文学的历史长河中 ,诗

文相偕是不争的事实 ,长期以来 ,中国文学史的撰述给了诗歌相当重要的地位 ,不同的文学史虽说对诗

人及诗歌的撰述有诸多的不理想 ,但只是认识的深度 、论述的角度和方法等方面的问题 ,并不影响诗歌

在文学史上地位的显赫。所以读文学史 ,在魏晋至唐五代时期往往容易读出的是诗歌史 ,辞赋与非辞赋

的散文有怎样的状态和流变 ,常常语焉不详或被完全忽略。与以前的中国文学史相较 ,熊著把散文凸现

出来 ,其实是恢复散文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和影响 。从这里 ,人们读到的文学史不仅是诗歌史 ,也是

散文史;人们所了解的 、被忽略了散文的诗人 ,这时候人们会惊奇地看到 ,他原来还是散文家。如晚唐李

商隐 ,文著 、游著 、章著都不谈他散文(含骈文)的创作成就 ,袁著只有简单的提及 。而熊著则有专节论述

李商隐的骈文和散文 。谈到李商隐的骈文源出庾信 ,或清省 ,或典丽;其少能古文 ,好韩文而古文观又不

同于韩愈 ,且不像韩愈多鸣己之不平而是多说己之不遇 ,散文的风格也是不同的 。这使读者对李商隐的

文学成就有了更全面的认识。

然而 ,熊著在文学史格局上的这种改变 ,存在着一个隐性问题 ,即熊著在文学史中提升辞赋和非辞

赋散文的地位是不是客观的? 或说是否原本应提升 、为什么没有得到提升而被前人忽略? 辞赋作为文

学没有疑义 ,非辞赋的散文呢 ?同时还应该提到 ,熊著如是 ,是不是因为熊先生长期从事古代散文研究 ,

著有《先唐散文艺术论》、《明清散文流派论》等 ,而存在对古代散文的偏爱 、影响到这两部文学史的诗文

格局的变化以致撰述并不客观呢? 在我看来 ,任何文学史的撰述都与作者的主观情感相关联 ,只要以客

观撰述为基本立场即可。而熊著正是如此 ,他之所以改变文学史传统格局 ,根本是古代文学观 。

其二 ,阐述了新的古代文学观 。古代诗 、文 、辞赋 、戏曲 、小说 ,在上述提到的谭正璧《中国文学进化

史》 、刘经庵《中国纯文学史纲》 ,都不以“文”为文学 ,近 50年的文学史撰述 , “文”入文学史并不是问题 ,

但什么“文”入文学史却是问题 。40年前的游著说过这样一番话:“本书……同时注意到在文学发展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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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阶段 ,散文中的文学作品和历史 、哲学著作常常很难划分 ,就是在两汉以后 ,在一般学术论著和实用文

章中也有很多富有文学意味的散文 。”这话说明了他为什么选有历史性 、哲学性的散文入文学史 。古代

“学术论著和实用文章”中有“文学意味的散文”彰显了古代论著 、文章与文学的复杂性 。我曾在《从“重

写文学史”到“古代散文研究的反思》一文中 ,提到章培恒认为韩愈的古文《原道》 、《原毁》 、《师说》 、《进学

解》 、《送孟东野序》等名篇的文学价值不高 ,认为它们不宜被作为文学作品 ,有些应该写入思想史而不是

文学史。而褚斌杰则在《中国古代文体概论》中说论说文是古代散文的大宗 ,还专门提到了韩愈的“五

原” ,与他想法相近的大有人在 。其实 ,章培恒评说韩愈这些古文 ,并没有绝对否认它们的文学价值 ,不

过是文学价值不高而已。

将古代的学术论著和实用文章称为“文” 、“文章” 、“古文” 、“散文” ,这不同的提法直接影响到人们的古

代文学观。不主张把古代《原道》之类的作品纳入文学史的章培恒认为 , “文学作品是一种以情动人的东

西 ,它通过打动读者的感情 ,而使读者获得某种精神上的愉悦”。他强调文以“情”动人 ,但我们怎能排斥充

满理性的议论文其理中含情呢?而熊著将古文纳入文学的范畴是基于对唐宋以来古文特征的梳理 ,他曾

说:“理 、气 、情 、辞 、法为散体古文之五要素” , “这五大要素就是散体古文的文学质素” 。同时 ,他还在为所

校的王葆心《古文辞通义》写的“要义概说”中说:“古文之学是类同于诗学 、词学 、曲学 、小说学 、戏曲学的的

概念 ,是关于古文体用特点 、文学属性 、创作艺术 、批评理论 、鉴赏方法等方面的学问。”自然 ,韩愈说理的

“五原”也当是散文。尽管他没有在这两部文学史中直截了当地再度宣称 ,但他以文学史撰述的实践说明

自己的古代文学观中是怎样让散文有了地位 ,从而影响到文学史传统格局的变化。

其三 ,系统介绍了文学史撰述中散文的相互关联和表述方式 。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是基于散文表述

在文学史上存在的习惯和困难 。人们一般习惯于较为相对孤立地抽象介绍和归纳散文作家 、散文理论 、

散文创作及其艺术风格 ,而在熊著中则有系统的介绍和论述的自觉 ,使人们可以看到散文风格发展的相

互关联。熊著勾稽出一些在古文发展链条上一系列有代表性的作家 ,有的作家通常不为一般文学史所

重 ,如韩会 、梁肃 、欧阳詹 、李观等。同时 ,他注意古文观念或主张 、创作特点或风格的演化 ,使这一章犹

若唐代古文专史 ,较之于只说古文运动和韩 、柳古文的确丰富了很多 。

以高度的提炼和概括性的论断形成撰述的条理 ,是文学史方便读者不可少的 ,熊著在这一点上表现

得很突出 。不过 ,值得注意的是 ,像一般文学史重诗歌赏析一样 ,熊著在注意叙诗史而蕴赏析之外 ,同时

将大段的散文赏析引入史中 ,如诸葛亮的前《出师表》、刘琨的《劝进表》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 、柳宗元的

山水游记等都有较细腻的赏析 ,增加了文学史的趣味性 。况且这些文字或深情或轻快 ,如说《桃花源记》

的桃花源像诗的意象 ,陶渊明在淡泊心情 、平常语气中“寄愤世嫉俗之怀于笔墨之外” ,类诗具有质而绮 、

疏而隽 、癯而腴的特点。与它相辅而行 ,熊著在散文艺术风格的撰述中 ,往往罗列大量的例证 ,如论韩愈

散文艺术特色的构思奇特 、写法多样 ,雄奇奔放 ,以气势胜 ,寄兴无端 、风神绝远 ,想象丰富 、巧于譬喻和

描写精细 、历历如绘就是如此 ,使散文撰述的抽象纲目变得深富生活情韵。

以上主要是从散文的角度审视熊著 ,实际上熊著中诗歌史仍然居首 ,这是因为诗歌在总体上其艺术

性居散文之上。其次这两部文学史所论诗歌 、辞赋等的风格与所论散文的风格相一致 ,思想观念表达的

清晰和条理是它们作为教材需要的 。不过 ,熊著这两部文学史 ,也有需要期待的地方 ,如论晚唐散文 ,说

到李商隐 ,却没有说到与李商隐齐名的温庭筠 、段成式之文;熊著注意到散文发展上散文家及其作品所

受的影响 ,但在这些影响中 ,怎样把握同一时期或不同时期作家之间的关系 ,怎样使散文风格的变化在

文学史的长河中更能呈现有机的联系 ,使读者看到一部充满有机动感的文学史等 ,都需要更深入地探讨

和更贴近文学发展本色的把握 。令人欣慰的是 ,中国文学史总是在不断的重写中前行的 ,现在如此 ,未

来也会如此。

(责任编辑　何坤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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